[bookmark: _GoBack]尹振涛：马克思货币学说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实践(5月31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全面探索并取得丰硕创新成果的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从前一阶段简单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到开始自觉将这一科学理论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相结合，逐步开辟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这条革命道路的基本内容，就是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战略依托，进而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货币思想，就是在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货币学说而逐步形成的。
红色货币思想的依据和动因
红色货币思想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这是从一成立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探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思想，自当以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为逻辑的起点与前提。
马克思关于货币学说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著作中。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这两部著作的内容也已开始在中国陆续得到译介。然而，在从中国共产党酝酿成立到大革命时期这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尽管早期共产党人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但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译介方面，却是偏于剩余价值学说而略于货币学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自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著也存在着选择性译介的情形。
总的来说，在土地革命战争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传播是非常欠缺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从创建伊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当前活动的直接指南而接受和理解的。因此，无论是在建党初期还是国民革命时期，揭露资本家剥削秘密和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则成为了理论译介和传播的重点。相对而言，与未来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相关联的货币学说也就未能顾及。
然而，在1927年8月进入土地革命战争之后，党对于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有了比较迫切的诉求，认识到红色政权的巩固离不开国民经济的发展，须有科学的货币理论来指导经济工作。党领导下的理论工作者经过辛勤耕耘，取得了全面译介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丰硕成果，具体表现在三大方面：完整翻译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货币学说的两部原著；翻译并出版了一批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货币主义学说的著作；撰写并出版了一批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
红色货币思想的内容和实践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等10多个省份里，创建了大小15个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红色货币思想，就是党在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为依据，并结合革命根据地的具体情况而形成的开展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这些思想集中于当时党的领导人的一些报告和文章中，散见于党在这一时期的决议、公告等文献中。
实行商品经济和利用货币关系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就内部而言，还是处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状态，即毛泽东所说的：“现在苏区国民经济的发展，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与私人的事业，这三个方面同时进行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这种不同利益主体互相之间的物品交换，必然要依靠商品交换的形式。就外部而言，根据地为了打破白色政权的经济封锁，开展赤白两区之间的物品交流，也必须采取商业贸易的形式。因此发展商品经济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实行和发展商品经济，必然离不开以货币为媒介形式。因此各个根据地几乎都是从一开始无一例外地沿用了货币制度。例如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券、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加盖印章的银票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工”字银元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在夺取政权之后在根据地发展商品经济和利用货币关系的思想，不但符合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而且也符合马克思关于货币是交换媒介的观点以及列宁关于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制度下保留货币的思想。
独占货币发行和统一货币制度的思想
实行货币的独占发行，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后要对银行和货币“独享垄断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的应有之义，也是革命根据地通行新货币思想的逻辑延伸。如果新货币与其他货币同时并行而不是独占发行，那么必然的后果就是货币市场的严重失序及其新生政权经济基础的动摇。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各个根据地必须“把发行纸币的权力统一在苏维埃政府银行手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97页。)。例如，闽浙赣根据地规定：“严禁私人银行发行纸币，只有苏维埃银行才能发行纸币。”
为了使货币独占发行的原则在操作侧面上有所依托，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是必然的要求。然而，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大小不一、地域分散，因此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适时地提出了“实行统一货币制度”的思想。为此，根据地的党和政府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建立相对统一的货币体系。随着分散的红色区域相对集中地连接成若干大块的根据地，各大根据地在内部实行了相对统一的货币制度，例如，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后，统一了已经连成一片的赣南和闽西两个地区的货币制度；二是实施完全统一的货币政策，即各大根据地可以建立相对独立的货币体系，可以独立发行各自的货币种类，但是在货币政策上必须是一致的。
吸收储蓄存款和贷款投放生产事业的思想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论述货币具有“贮藏职能”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论述了银行通过吸纳处于贮藏阶段的货币，从而形成货币借贷资本的过程。正是基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概括出了“吸收群众存款，贷款给有利的生产事业”的思想。
在土地革命时期，各地苏维埃政府很快将此思想付诸实践。例如，湘赣根据地在1931年12月的工农银行简章中规定：“凡属各级政府及各革命团体与革命群众，如有余裕金钱愿储蓄在本行者，均一律收储。”此外，国家银行行长毛泽东还专门发表《发展与参加储蓄运动》的文章，简要指出储蓄的意义在于集中普遍运用社会闲散余资，投入到生产经营事业中，大力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贸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新疆金融研究所编：《革命理财家毛泽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
在贷款投放方面，苏维埃政府确立了重点扶植农业生产、兼顾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思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不仅对服务对象和放款用途作出明确规定，而且还规定借贷利率，办理低利借贷。这种低利贷款不但能够解决农民的暂时困难，有的根据地还以此为杠杆组织生产竞赛活动，推动了经济生活的恢复和发展。
红色货币思想的作用和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战火硝烟中诞生的红色货币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并结合根据地建设实际而形成的认识成果，不仅对当时的根据地货币实践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增添了宝贵的财富。
红色货币思想的历史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最为艰难困苦的年代，在这样一个时期所形成的红色货币思想，对于指导和推进这一时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使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指导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建立货币体系的实践
由于有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为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政权之后，能够快捷地建立起一系列以货币为杠杆来开展金融工作的思想。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各个根据地都能够卓有成效地建立货币机构和实施货币政策，快速地占领和统一割据区域内的金融市场，全面地推动根据地金融工作的开展。期间，尽管也有“左”倾错误的干扰，但总的来说，根据地的金融秩序相对稳定，金融市场基本处于一种活跃和健康运行的状态，实现了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有计划地调剂整个苏区金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的任务。
全面推动革命战争环境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
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开辟的各个革命根据地，从一开始就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产物，并且自始至终都伴随着革命战争的炮火硝烟。在这种环境下所形成的红色货币思想，必然一方面要努力遵循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开展金融工作，努力稳定币值，大力给农业和工商业提供支持资金，为繁荣苏区经济、保障群众生活和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要遵循战时货币的特殊规律，按照苏维埃政府“用一切办法去保障红军的给养、供给与运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页。)的要求，努力筹集和提供军费开支，为保证军需、支援革命战争和战胜敌人的军事“围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职能作用。
红色货币思想的理论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探索中国革命理论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所形成的红色货币思想，尽管还没有系统理论形态的阐述，但是理论体系的总体框架和主干内容却都已构建出来，这为日后党在理论上逐渐走向成熟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为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马克思的货币学说是基于欧洲国家以商品经济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展开论述的，而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思想，则是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在以自然经济即“地方的农业经济”(《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为主体的农村地区进行武装割据的背景下形成的。因此，这一思想是以马克思货币学说为指导，结合具体应用实践而形成的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和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货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
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增添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内容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取得的最大理论成果，就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而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涵，是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这三者之间的密切结合，其中根据地建设的任务，则是要通过开展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5页。)而红色货币思想，就是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核心内容，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具有重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理论体系占有重要的地位。
为党在日后构建货币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红色货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货币问题认识历程的逻辑起点，它为日后中国共产党货币思想的不断发展和走向成熟奠定了前期的基础。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红色货币发行数量和流通范围的日益广大，红色货币思想逐渐丰富和发展为完整的货币理论体系，但是就主要精神和核心原则而言，则始终体现了对土地革命时期红色货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这一思想深刻而又长远的影响。
